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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六章、結論 

本文前五章，依序提出了本論文的研究動機、共黨國家意識型態演變的因

素、中共意識型態發展的軌跡、「三個代表」的經濟社會背景以及領導互動的因

素。在這一章裡，將整理前面各章的分析，分別探討「三個代表」為什麼值得研

究、「三個代表」為什麼會出現、為什麼會在 2000 年出現？以及中共統治合法性

變遷以後會帶來的影響。 

首先，「三個代表」為什麼值得研究？從共黨國家的意識型態發展，以及中

共本身意識型態的演變來說，「三個代表」都是非常特殊的現象，它在保留共黨

統治下突破了社會主義的框架。共黨國家的意識型態演變，由「經濟結構—引入

市場機制與否」和「領導互動—路線衝突與否」兩個變數，可切割出四種不同的

發展類型：「手段對立」、「理想化」、「社資本質對立」和「空洞化」。「三個代表」

已屬於過去甚少共黨國家出現的「空洞化」階段，超越了其他共黨國家意識型態

的發展。 

從中共本身意識型態的演變來說，1978 年以後，中共進入了「社資本質對立」

的類型，鄧小平和陳雲各自代表改革派與保守派進行爭辯，為了配合經濟改革的

實踐，多次對意識型態進行修正。然而，在 2000 年以前，中共是在社會主義框

架中不斷深化經濟發展，雖然不斷將意識型態朝市場化的方向修正，但也謹守「工

人階級先鋒隊」的屬性與前提。 

2000 年的「三個代表」卻脫離了既有的社會主義路線，將意識型態中的烏托

邦理想加以「空洞化」。「三個代表」開放私營企業主的入黨許可，改變了過去對

剝削階級的定義，拓展了中國共產黨的階級代表性。從階級黨而成為「全民政

黨」，從無產階級先鋒隊而成為「兩個先鋒隊」，中共也因此擴大了黨的社會基礎，

塑造了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公平性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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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三個代表」出現的重要意涵，在於改變了中共的統治合法性基礎。由於共

產主義社會中意識型態所提供的「目的論」，提供了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。馬克

思主義指示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政黨屬性，可以帶領群

眾實現進入共產主義的天堂，藉此統治國家社會。但是「三個代表」中全民黨、

兩個先鋒隊的提法，重新界定黨的代表性，可以看出合法性基礎已產生變化。 

接下來的問題是，為什麼「三個代表」會出現呢？這是在「經濟上引入市場

機制，而領導人政治路線有共識」的情況下產生的。在經濟社會的背景方面，1990

年代中期市場化路線確定以後，市場透過資源配置和新興的運作邏輯，使社會經

濟的結構開始產生激烈變動，特別是私營企業的擴張和發展。私營企業的發展速

度很快，人數、戶數、資本額皆逐年上升，並進一步負擔國家的產值、稅收、吸

納就業、帶動區域經濟等功能，成為舉足輕重的地位。 

隨著私營企業的發展，私企主的參與政治動機提升，積極爭取成為工商聯、

政協、人大的代表，爭取階層的政治和經濟利益。中共若不承認他們的政治地位，

不把這部分新興的力量納入黨內，則有讓他們成為體制外反對力量的風險，黨的

生存就沒有足夠的社會基礎。中共黨內還面臨一個既成的矛盾現象，就是國企改

革後有很多黨員已經成為私營企業主，這並不符合他們拒絕許私企主入黨的規

定，但是如果依然不容許私營企業家入黨，那麼要如何處理這些已入黨的人？因

此中共必需尋求解決這個現存的矛盾現象。 

經濟社會的變動引發黨、政、學的積極重視。江澤民在 1995 年表示要推進

改革深化必需處理「十二大關係」，1997、1998 年後，學者展開大量關於經濟社

會變動議題的調研和學術研討，這些學術成果得到領導人的肯定，江澤民在 2001

年至 2002 年之間，發表了三篇鼓勵社會學研究的講話，這在過去是前所未有的

現象。 

理想與現實持續擴大的背景，醞釀了中共領導人提出「三個代表」的動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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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領導人在面理想與現實的矛盾時，卻沒有減緩改革的腳步，依然選擇延續、

深化市場化路線。這是因為過去改革的成效顯著，已經獲得了普遍的認可，加上

領導人缺乏改變鄧小平路線的權威。在繼續執行改革開放路線的前提之下，中共

必需選擇調整意識型態，淡化烏托邦理想，使之符合現實。 

江澤民提出「三個代表」的動機，就是為了解決在新的經濟社會變動下，應

該「建設一個什麼樣的黨，怎樣建設黨」的問題，是中共體認到社會經濟新形勢

下，黨為了存續所做的意識型態新調整。江澤民特別指出在 1990 年代有許多政

黨從興盛走向瓦解、衰退的經驗教訓，認為政黨瓦解的根本原因在於自身內部，

若「不能贏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，就必然垮台」。從江澤民重視黨和「最廣

大人群」的關係，顯示中共為了黨的存續發展，而打破傳統「工農政黨」的嚴格

身份定位，認同其他社會階層。 

「三個代表」為什麼會在 2000 年的時間點出現？根據數據顯示，1990 年代

末期鄉鎮企業改制深入到產權改革，大批公有制企業轉向股份合作制與私有制，

使 1998 年以後經濟社會變動更形劇烈，衝擊到公有制經濟的優勢地位。在 1998

年時，私營企業產值、稅收、吸納就業的增長速度突然暴增。非公有制經濟的產

值在成長速度和占國家總體產值的比例也越來越高。在負擔稅收和吸納就業方

面，民營經濟也超過國有經濟的功能，其中又以私營經濟的表現最為突出。學界

針對這些現象，也敏感的開始大量進行研究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自 1997 年開

始大量出版「皮書系列」，對中國發展的現實提供權威性的分析。1998 年中共中

央政治局委員李鐵映，也指示社會學研究所要進行社會結構變遷的研究。 

1998 年以後經濟、社會的變動，以及學界做出的政策研究，讓國家感受到的

壓力加大，調整意識型態已經勢在必行。而中共要利用 2002 年十六大此一重大

會議召開的時機，來調整官方意識型態，必需先要有一段試探、宣傳、定調的時

期。因此選在 2000 年 2 月首度提出，2001 年 7 月黨慶定調，2002 年 11 月正式寫

入十六大黨章與政治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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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 年 2 月江澤民在廣東首度提出「三個代表」，當時黨內其他領導人的支

持態度不一。從人民日報的版面編輯分析，可以看到有的領導人以標題的方式表

態支持，有的則以內文方式帶過，有的甚至沒有表態。在政治局常委中，李瑞環

沒有表態的動作顯示他對「三個代表」的保留態度。但是黨內分歧的現象，在

2001 年 7 月 1 日以後有所變化。江澤民在建黨八十週年紀念會上發表引起外界廣

泛爭議的「七一講話」，開啟包括私營企業主在內的這六種新興社會階層入黨。

江澤民擴大私營企業主入共黨大門的作法引起外界譁然，但是「七一講話」後不

到十天的時間之內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紛紛在全國性的場合中發言支持。到十

六召開以後，政治局常委、委員以及候補委員都發言表示支持。 

中共黨內領導人由分歧走向共識的原因，是由於中共領導人的言論具有政治

意義，凡是代表中共中央發表的重要講話、重要文件，事先須經會議討論通過或

傳閱同意。因此，屬於中共中央重要活動的「七一」黨慶和十六大，其內容已經

在事前取得了集體決策的同意，之後其他領導人再以個別發言表示支持。換言

之，2000 年 2 月首度提出「三個代表」後，黨內開始進行宣傳、教育、構思，

此時其他領導人的不同意見可以被觀察的到。但是在接近「七一」黨慶召開時，

黨內已經形成集體共識為「三個代表」正式定調，因此其他領導人在黨慶後紛紛

表態支持。此外，「七一」黨慶後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的編排方式，也刻意營造出

其他領導人擁護江澤民「三個代表」的團結氣氛。 

在黨內凝聚了對「三個代表」的共識以後，輕易打擊了自從 1990 年代中期

就已經勢力大減的保守派反對勢力，發佈通知禁止傳媒散佈政治性謠言，關閉左

派陣地真理的追求、中流等雜誌。並全面動員黨國機器，著手「三個代表」的定

調與宣傳，最終在十六大中確立「三個代表」的地位。進而促使了中共合法性基

礎的轉變，從帶領無產階級走向共產主義天堂，轉而擴及更有生產力的階層來滿

足人民具體需求。 

胡錦濤上台以後的講話與施政，雖然在「三個代表」強調的面象上和江澤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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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所不同，但是整體來講，胡延續江的路線還是很高的，亦即中共的統治合法性

基礎已經產生實質的轉變。在講話方面，胡錦濤依然高舉「三個代表」的論述，

對私營企業主也還是相當重視。在延續上場化改革的立場也很堅定，2004 年和

2005 年學界雖然興起了一股「反思改革」的爭辯，討論改革以來所出現的各種

社會不公和腐敗的現象。認為改革開放以來市場經濟不成熟，而出現富差距擴

大、地區差距拉大、權力腐敗嚴重、就業困難等問題。但是胡錦濤依然表明要在

「新的歷史起點上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」、「要毫不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」，中共

高層最大的共識仍是「改革之路絕不停止」。 

胡錦濤個人雖然也有提出新的意識型態論述，但也都是在「三個代表」的基

礎上繼續發展，沒有否定「三個代表」。這表示，「三個代表」後中共的統治合法

性基礎，由工農階級轉至社會中的其他群體，反映在胡錦濤比江澤民更加關心社

會大眾。胡錦濤比江澤民更強調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利益」，闡明「三個代表」

重要思想的本質是立黨為公、執政為民，並且提出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」，

關注社會的不公平以及區域發展失衡的現象。 

由胡錦濤上台以後，仍然高舉「三個代表」的理論旗幟，以及廣泛、深入地

重視社會結構的脈動，加上黨內高層同樣有「要毫不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」的共

識來看，「三個代表」所產生的中共統治合法性的轉移，不只是口頭上的宣示而

已，而是確實已經產生，且發揮具體的作用的實質性轉移。 

最後，中共統治合法的基礎轉變以後，會帶來什麼樣的影響呢？過去共產主

義政權是從革命的角度來建設共產黨的，黨必需建立在階級的基礎上，才能便於

進行政治動員，爭取革命的目標。但是在統治合法性基礎轉變之後，中共要代表

最廣大人民的利益，協調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利益衝突，並且以實際的政績爭取

民眾的支持。 

在這樣的轉變之下，中共必需解決人民具體面臨的生活問題，過去被積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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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怨獲得了宣洩管道。民眾表達不滿的現象，反映在胡錦濤 2002 年上台以後，

2003 至 2005 年連續三年持續增加的上訪人數。國家也必需妥善回應人民的委

屈，改變了信訪的工作作風，從「轉達和轉辦」變成「暢開言路、高效解憂」。

此外，中共當局必須積極處理民怨，例如孫志剛事件，以及四川省漢源瀑布溝電

站的農民抗暴事件等，中央也都有善意、迅速的回應。 

中共以妥善處理社會不滿的方式來舒緩民怨壓力，提高中共政權的合法性，

但是這樣的作法，在將來可能遇到其他的困難。第一，協調各個社會階層的利益

並不容易，如果中共的治理能力不好，讓個人民怨演變成社會集體的不滿，將對

中共政權形成很大的社會壓力，危及中共對社會的控制。第二，由下而上的民意

要求，衝擊了傳統共黨政權由上而下的政治運行方式。當幹部被要求妥善處理民

眾事件，並因此獲得肯定時，那麼幹部對黨的效忠，可能轉向為地區人民利益服

務，削弱了黨管幹部的原則。 

 


